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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代际农民外出务工对其
幸福感影响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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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CGSS(２０１０)数据考察了不同代际农民外出务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

提高了农民工的幸福感.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社会剥

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均具有中介效应.但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并没有使得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均不具有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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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截止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已达２．７７亿人[１].李恒

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家庭年平均总收入显著高于没有外出务工家庭[２].王玉龙认为收入的提高会

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３].从这些研究出发似乎可以推论出外出务工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幸

福感.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幸福感并没有提高.王文龙认为,在城乡差距对比强烈

的背景下,到大中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他们的幸福感不可能提高[４].潘毅对农民工的现状研究发

现,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同样很艰辛,往往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对生活现状并不满意[５]这一研究

结论似乎说明,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实际上,农民外出务工至今已

经有三十几年的历史,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使得农民工群体也成为严重异质化的一个群体,以改革开

放为分水岭,前后两个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均显

著不同,这也导致他们在文化、观念、行为以及人格特征上均存在差异.目前学界普遍有一种共识,

以１９８０年为分水岭,将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６].那么,外出务工对不同代

际农民工幸福感变化有什么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 目前并没有实证研究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本文

将从不同代际农民工外出务工出发,研究外出务工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本文的研

究意义在于,弄清楚外出务工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其中的影响机制,对制定公共政

策,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制定政策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解决

目前城镇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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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在学界已经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７],而对于农民工的幸福感问题,目前也有

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胡美娟等研究了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他发

现,社会支持、自尊均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８].袁林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影响农民工幸

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家庭状况、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状况等[９].还有学者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

感,金晓彤等着重关注了成就动机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成就动机对新生代

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１０].卢冲等人研究发现,食宿环境、与正式员工的差距、技能培训和

人生规划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和各分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１１].夏晶等研

究发现薪酬福利、社会融入、工作和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社会保障、劳动时间、自身发展等七个方面

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１２].但是这些研究均是静态地考察影响农民工幸福感

的因素,很少有学者研究农民工从务农向外出务工转移这个过程中幸福感发生的变化、导致这种变

化产生的中介机制.考虑到目前外出务工群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异质化群体,因此本文将农民工划

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分别考察外出务工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并比较

其中的差异.
(二)理论假设

按照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收入提高可以提高人的幸福感[１３Ｇ１４],但是,目前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收
入提高并没有使得民众幸福感提高[１５].Knight研究发现,幸福感与财富和收入的绝对量的关系并

不大,主要取决于和别人收入的比较值[１６].官皓的研究同样表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

显著,但是相对收入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农民的幸福感[１７].因此,就有很多学者主张从相对剥夺

感的角度对这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指,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拥有自己也想拥有,
并且觉得自己应该拥有,这种状态下比较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１８].Wilkinson和Pickett认为相对

剥夺感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１９].Clark和 Oswald通过对英国的样本进行研究,
同样认为,相对剥夺感对人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２０].Luttmer通过研究美国的样本,同样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２１].同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Xin和Smyth认为,经济发展对幸福感产生了消

极的影响,应归结于相对剥夺感的影响[２２].同时,Hu研究了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的

幸福感,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相对剥夺感越低,幸福感要更高[２３].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相对剥夺感是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幸福感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

那么,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是否会使得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发生变化? 根据斯托弗的分

析,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所选择的参照对象[２４].那么,农民外出务工,他们会

如何选择参照组呢? 他们会选择城市居民为自己的参照物,还是原来自己家乡的农民作为参照物?

Knight的研究表明,与城镇家庭居民相比较,农村居民的信息有限,参照组仅仅会选择在农村,因
此和城镇居民相比,他们会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李培林的研究发现,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较

低,工作条件和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但他们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没有强烈的剥

夺感,甚至在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等方面都高于城市工人[２５].上述

发现都涉及农民工对参照群体的选择及其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其结果也表明,农民工可能更倾向

于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过去的生活相比较,而不是与城市社会相比较.但是这些研究忽视

了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
由于社会背景和生活背景的变化,农民工内部已经分化为两个群体,正如前面所讲,以改革开

放为分水岭,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家庭贫困而外出务工,往往追求的仅仅是赚钱;第二代农民工更多

的考虑则是将外出务工看作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２６].这种不同代际农民工个体



特征和外出务工目的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他们相对剥夺感存在差异? 孟慧新认为,人往往普遍选择

以其自身所在群体作为社会参考框架,而人能否以非隶属群体的规范和观念作为参考则与社会流

动性相关[２７].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群体进城,他们是否会选择城市居民作为参考对象,取决于

农民工的流动性和对城市的认同.而正如潘毅的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性明显要高于第

一代农民工,因为他们进城目的往往和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差异.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仅仅是想

赚够了工资,然后就衣锦还乡,第二代农民工往往并不是出于生存压力才来到城市,更多的目的是

为了见见世面,甚至在城市闯下一片天地.这种差异造成了第二代农民工往往不想再回到农村,社
会流动意愿更坚决,同时,也比第一代农民对城市生活更加认同.如此一来,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

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参照对象上就会存在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与自己家乡农民进

行比较,第二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与城镇市民进行比较.这种参照对象的差异会影响农民工的相对

剥夺感变化,一般来说,如果以自己原来身边的农村居民为参照对象,由于外出务工会提升他们的

收入,使得他们生活更丰富,享受一种“准市民”的生活,从而会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然而,如果

和城镇居民进行比较,由于收入低于城镇市民,并且在城市中由于没有户籍,更是在“市民待遇”上
承受着歧视,因此,外出务工虽然会使得他们的收入相比较于在家的农民有所提高,但是也不会降

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进城务工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代际而存在差异.对于

第一代农民工来说,进城务工会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并进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而对于第二代

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从而不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基于此,我们

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１: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会提升幸福感,并且相对剥夺感是外出务工影响幸

福感变化的中介机制.
假设２: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并不会提升幸福感,相对剥夺感并不是外出务工影

响幸福感变化的中介机制.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Ｇ
eralSocialSurvey,缩为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此次

调查抽样采用多层分布概率抽样.在全国一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深圳５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然后一共调查４８０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２５个家

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１人,总样本量约为１２０００.本文在研究过程仅保留农村户籍的样本,然后

删除缺省值,样本量为３２０８.
(二)变量设置

对于因变量“幸福感”的测量,CGSS的问卷中有一道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

福?”对于受访者的回答,很不幸福设置为１;比较不幸福设置为２;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设置为３;
比较幸福设置为４;完全幸福设置为５.这种测量方法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被普遍使用,亦被

证明是一种可靠的测量方法[２５].
对于自变量“是否外出务工”的测量,在 CGSS中有这么一道问题:“您工作经历及状况是?”目

前从事非农工作设置为１,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设置为０.这样一来,自变量为１就代表着受

访者外出务工,而自变量值为０就代表着样本在家务农.
对于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一般来说,其主要包含两个维度,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且有研

究发现,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影响[２８].因此,对这个变量,
本文将从两个维度测量,参考 AnningHu[２３]以及胡安宁[２９]的测量方法,如下所示.



社会剥夺感:根据相对剥夺感的含义,社会剥夺感是指在社会地位这个维度上,被访者将自己

的社会地位与别人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剥夺感.通过和别人比较,如果受访者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

较低,就说明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剥夺感.在CGSS的数据中有这么一道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
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这个问题首先告知人

们社会不同人群存在地位差异,有的人位于顶层,有的人位于底层,然后询问被访问者自己处于哪

个等级,受访者恰恰是通过跟别人比较之后得到的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认知到所处的社会

等级越高,表示人们的社会剥夺感越低.因此,如果受访者回答自己在最顶层,我们将其设置为１,
代表受访者的社会剥夺感最低,然后根据受访者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分依次赋值,处于最底层,我
们则将其赋值为１０,表示受访者的社会剥夺感最高.

经济剥夺感:根据相对剥夺感的含义,经济剥夺感是指在经济收入这个维度上被访者将自己的

收入与别人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剥夺感.如果受访者将自己的经济收入和别人进行比较后感觉不公

平,表示其感受到的经济剥夺感较强烈.在CGSS有这么一道问题:“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

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我们使用这么一道问题来测量人们的经济

剥夺感,访问者回答公平,我们将其分值设置为１,表示受到的经济剥夺最小;然后,依次将比较公平设

置为２;一般设置为３;不太公平设置为４;不公平设置为５,表示人们受到的经济剥夺感依次增强.
除此之外,本文还选取了性别(男＝１,女＝０),年龄,民族(汉族＝１,少数民族＝０),信仰(有宗

教信仰＝１,无＝０),高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１,无＝０),政治面貌(共产党员＝１,非共产党员＝
０),婚姻状况(未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设置为０,同居和结婚设置为１)以及健康状况(很不健

康＝１;比较不健康＝２;一般＝３;比较健康＝４;很健康＝５)和收入(单位为万元)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模型

由于本文因变量是五分值的变量,可以近似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因此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

方法建立模型.为了考察对于总体样本来说,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建立模型 A１,
考察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为了考察外出务工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

中介机制,也就是检验假设１和假设２,本文将样本按照出生年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１９８０
年以前出生的样本,代表第一代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的农民.第二部分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样

本,代表第二代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的农民.对第一部分的样本,建立模型B１,考察外出务工对第

一代样本幸福感的影响;建立B２,考察社会剥夺感对第一代样本幸福感的影响;建立B３,考察经济

剥夺感对第一代样本幸福感的影响;建立模型B４和B５,考察外出务工分别对第一代样本社会剥夺

感和经济剥夺感的影响.紧接着,对第二部分样本建立模型C１,考察外出务工对第二代样本幸福

感的影响;建立模型C２考察社会剥夺感对第二代样本幸福感的影响;建立模型 C３考察经济剥夺

感对第二代样本幸福感的影响;然后建立模型C４和C５,考察外出务工对第二代样本社会剥夺感和

经济剥夺感的影响.
为了检验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温忠麟等人[３０Ｇ３１]提出的中介效应检

验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构造Soble检验统计量:z＝a∧b∧/ a∧２S２
b ＋b∧２S２

a 来进行检验,其中a∧

和b∧ 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回归时中介变量的系数的估

计值,Sa 和Sb 分别为a∧ 和b∧ 的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

(一)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对所有样本来说,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高约２％;年龄最小的２２岁,最大的９３岁,平均年龄在

４９．７２岁;汉族约占８９％,少数民族约占１１％;有宗教信仰的样本约占１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

２％;共产党员约占８％;已婚或者同居的比例约占８７％;健康状况的均值为３．６５,高于中间值;收入



均值在１．３３万元;外出务工比例约为４７％;幸福感均值在３．７４,高于中间值,这一结果说明,样本幸

福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二)外出务工与幸福感

从表１中的模型 A１可以看到,对于总体样

本来说,性别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男性的幸

福感要普遍低于女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男性

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较大有关;年龄对幸福感具有

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民族、信仰

和高等教育对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政治面貌对

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共产党员的幸福感要高于

非共产党员;婚姻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已婚或者同居的样本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未婚的

样本;健康状况对幸福感亦具有显著影响,健康

状况越好,幸福感越高;收入对幸福感亦具有显

著的影响,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控制住这些

变量后,考察外出务工对样本幸福感的影响,从

表１　外出务工对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A１
系数 标准差

(Constant) ２．３５２∗∗∗ ０．１１３
性别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民族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０
信仰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高等教育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２
政治面貌 ０．１７２∗∗∗ ０．０５７
婚姻状况 ０．３２３∗∗∗ ０．０４５
健康状况 ０．２０８∗∗∗ ０．０１４

收入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外出务工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６

F值 ３２．０２５∗∗∗

R方 ０．０９１

　　∗表示p＜０．１;∗∗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

A１中可以看到,外出务工对样本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的样本幸福感要明显高于在家

务农的样本,幸福感高８．４％,这一结论表明,外出务工使得农民工的幸福感提升.
表２　不同代际样本外出务工,相对剥夺对幸福感的影响

第一代样本

B１ B２ B３

第二代样本

C１ C２ C３

(Constant) ２０．０２３∗∗∗

(０．１３１)
３．２５９∗∗∗

(０．１５５)
２．７６５∗∗∗

(０．１４０)
４０．４８５∗∗∗

(０．７５９)
４．８３４∗∗∗

(０．７７３)
４．７０６∗∗∗

(０．７５４)

性别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１)

年龄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５)

民族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４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２１
(０．１４０)

信仰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４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０)

高等教育
０．０２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７７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７)

政治面貌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２０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１５)

婚姻状况
０．４７８∗∗∗

(０．０５５)
０．３９６∗∗∗

(０．０５４)
０．４７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１１６)
０．４１０∗∗∗

(０．１１７)
０．４６２∗∗∗

(０．１１４)

健康状况 ０．２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６３)
０．２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２２９∗∗∗

(０．０６３)

收入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外出务工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３)

社会剥夺感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９)

经济剥夺感 －０．１６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９)
F值 ３２．１２５∗∗∗ ４９．０４３∗∗∗ ４３．３１７∗∗∗ ３．９８６∗∗∗ ４．０４７∗∗∗ ４．４０３
R方 ０．０９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３

样本量 ２９２８ ２９２８ ２９２８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表示p＜０．１;∗∗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括号里数字表示系数标准差



(三)不同代际农民外出务工对幸福感影响分析

１ 第一代农民外出务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对于第一代样本来说,从表２中的模型B１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状

况和收入均对样本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控制住这些变量之后发现,外出务工会显著提高第一

代样本的幸福感.从表２中的模型B２和B３可以看到,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均对第一代样本

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剥夺感越高,幸福感越低;同时,经济剥夺感越高,幸福感同样越低.从

表３中的B４可以看到,对于第一代样本来说,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其的社会剥夺感,从B５可以看

出,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其的经济剥夺感.然后对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进行中介效应Z检验,

结果见表４,社会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经济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在０．１水平上显

著,前者解释了总效应的４０％,后者解释了总效应的１６．１３％.这一结论说明,外出务工提升了农

民工的幸福感,同时,相对剥夺感是外出务工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假设１得到了验证.
表３　不同代际样本外出务工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

第一代样本

模型B４ 模型B５

第二代样本

模型C４ 模型C５

(Constant) ９．４６６∗∗∗

(０．２５３)
４．５５４∗∗∗

(０．１８９)
５．９３６∗∗∗

(１．６０１)
２．０２４∗

(１．１５８)

性别 ０．３０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８)
０．２７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１)

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８)

民族 ０．２２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７
(０．２９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１６)

信仰
－０．１６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８)

０．２１４
(０．２９８)

－０．２５４
(０．２１５)

高等教育 －０．６９６∗∗∗

(０．２５７)
－０．０３２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８
(０．３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２２８)

政治面貌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９２)

－０．３４０
(０．２４６)

－０．２４３
(０．１７８)

婚姻状况 －０．６２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０)

－０．６６４∗∗∗

(０．２４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７６)

健康状况
－０．３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４∗∗∗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７)

收入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外出务工
－０．２９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４)
－０．３２７
(０．３０５)

０．０９２
(０．２２１)

F值 ２９．４４∗∗∗ １４．２２３∗∗∗ １．５１７ １．０９５
R方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９

样本量 ２９２８ ２９２８ ２８０ ２８０

　　　　　　　　∗表示p＜０．１;∗∗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括号里数字表示系数标准差

２ 第二代农民外出务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

对第二代样本来说,从表２中的C１可以看到,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对第二代样

本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对第一代样本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收入,对第二代样本来说并无



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对第二代样本来说,收入并不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他们可能更关注除收

入之外其他的方面.同时,外出务工对第二代样本的幸福感来说并无显著影响.从表２中的C２可

以看出,社会剥夺感对第二代样本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社会剥夺感越低,其幸福感就越高;

同样,从表２中的C３可以看出,经济剥夺感对第二代样本来说同样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经济剥

夺感越低,幸福感就越高.从表３中的C４可以看到,外出务工对第二代样本的社会剥夺感并无显

著影响,从表３中的C５也可以看出,外出务工对第二代样本的经济剥夺感也无显著影响.这一结

论表明,对于第二代样本来说,虽然较低的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会显著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但

是外出务工并不影响他们的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同时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的中介效应

检验显示,见表４所示,中介效应并不存在.这一结论表明,外出务工并不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的幸

福感,同时,相对剥夺感并不是外出务工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假设２得到验证.
表４　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代样本

Z值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

第二代样本

Z值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

社会剥夺 ３．９４∗∗∗ ４０．００％ ０．９５ 不存在

经济剥夺 １．７１∗ １６．１３％ ０．４１ 不存在

　　　　∗表示p＜０．１;∗∗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

四、讨　论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外出务工的确提高了农民工的幸福感.然后将农民工分为第一

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实证结果显示,本文提出来的假设１和假设２均得到验证,对于第一代

农民工,外出务工显著提升了其幸福感,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均具有中介

效应.但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并没有使得他们的幸福感提高,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

夺感均未发生中介效应.这一结果表明:

首先,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他们的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从而提

升他们的幸福感.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代农民工比起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外出务工的经济目的

很明显,他们的生活重心仍然放在农村,城市仅仅是他们的一个过渡[５],按照孟慧新[２７]的观点,这

种较弱的社会流动倾向会导致第一代农民工更倾向将社会参照对象锁定在农村居民.Luttmer的

研究也发现,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受邻居收入的影响.邻居收入越高,自己越不幸福[２１].反之,外出

务工所带来的收入提高和“准市民”的身份,均会提高他们与农村“邻居”相比较所带来的相对优越

感.这也佐证了,当第一代农民工将收入的比较对象锁定在农村居民时,收入的相对提高,会降低

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的降低,按照 Conchita等的观点,会提

升他们的幸福感[３２].

其次,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引致幸福感变化的两个影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并

不一致.经济剥夺感的解释性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要低于社会剥夺感的解释性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重.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外出务工对第一代农民工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影响力差异上.从表

２可以看出,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对经济剥夺感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社会剥夺感的影

响.经济剥夺感实际上是人们对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的一种判断.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

往往更愿意将自己收入的高低归咎于自己的能力导致的[２３].这种责任归因会使得第一代农民工

即使收入比在家务农的农民高,也会认为这种收入的提高是他们应该得到,因此并不会对经济剥夺

感产生很大影响.然而,外出务工使得他们可以走出农村,这种“眼界开阔”的优越感会使得他们感



受到比呆在农村社会地位更高,从而可以显著地降低他们的社会剥夺感.

最后,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并不能通过社会剥夺感和经济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来提

升他们的幸福感.从前面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原因在于外出务工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剥

夺感和经济剥夺感均无显著性影响.这一结果也呼应了前面的分析,正如吴漾所说,第二代农民工

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于城市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他们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农村[３３].刘

传江也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３４].这也证实第二代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性较强,从而容易使得第二代农民工将社会参照对象锁定在城镇居民身上[２６],

如果锁定在城镇居民身上,正如胡伟清所说,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要高出城镇职工一半,但是其所获

得收益占其对社会的贡献比要显著低于城镇职工,并且农民工在企业还不能享受到城镇职工能够

享受的住房、保险、保健培训[３５].这些因素均会导致外出务工使得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比

在家务农的农民高,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参照系”的选择会使得收入的

提高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除此之外,还有个重要因素,第二代农民工由于

具有更高的市民化意愿[３４],但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种种制度安排,却将他们排斥在

了城市体系之外,从而使得他们的期望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３６],这种反差抵消了外出务工所带

来的收入提高效应,因此也不会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继而也无法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本文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明确不同代际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相对剥夺感

所发生的中介机制,可以提醒政策制定者,随着第二代农民工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城镇中的

务工主体,他们逐渐将自己的社会比较对象锁定在城镇居民.当前城市社会存在的对农民工的社

会歧视,比如,收入差距以及建立各种社会权利上的差异对第二代农民工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会

使得他们产生较高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从而阻碍外出务工本应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因此,

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针对农民工和城镇工人的区别对待,既包含经济收入上的

差异,也包含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以帮助提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幸福感,一则幸福感的提升有利于

构建和谐社会[３７],二则也有利于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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